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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邑土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边疆
———先秦时代边疆形成考察

毕奥南

邑土国家指以都邑为中心、以属邑为基础的国家形态。商王国狭义边疆，指王畿四境，相当于
四戈地区，王畿外缘的边邑或边鄙是其边境;广义边疆还包括“四土”中附属于商王的诸侯方国。商
朝实行内外服制度，因生产力不发达，商王不能对分布于辽阔地域的各类方国实行直接统治，只能通

过臣服首领、索取贡物的方式建立间接统治关系。周王国的疆域格局由王畿和封国组成。按封建制
度，各封国的土地、人民受自周天子，周室强大时诸侯国属西周边疆。周室不振，周天子逐渐成为名
义上的共主，诸侯国便不能算周朝边疆。周朝边界惟以郊外遂人所居边邑边鄙为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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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古代中国由原始社会阶段发展为封建国家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夏、
商、周三朝的国家疆域分别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拓展，初步奠定了为后世相继相承的版图基础，
并形成与此相应的“九州”、“天下”、“四土”、“中国”等疆域概念。在王权、神权合一的天命论
政治理念影响下，商、周王朝在其势力范围内，确立了以天子为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王朝推行
的等级制度规定了由此派生的各类归属关系;周天子以宗法思想为指导进行的封建，又衍生出

新的疆域统治层次。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国的崛起逐步动摇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理念;
战国以降的兼并战争，在破坏原有疆域格局的同时，开始形成新的郡县政区。这种历史转折，
不仅带来了疆域概念的变化，而且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
上述历史进程，在先秦史研究中均有不同形式的论及，并有诸多成果可资借鉴。在择抉众

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拟对在上述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疆域观念作些相应的分析，以求演变之

迹。

一、邑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古代中国的国家起源，一般以夏王朝为开端。关于传说的夏史( 约公元前 2200 至前
1700 年) ，现有考古成果尚不足说明其国家结构和疆域构成。今人仅从其后世文献得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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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国”。① 《战国策·齐策》也说“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由
此推测，原始国家初期带有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传说中的“禹画九州”曾被附会为“画野分
州”的肇始。② 九州之说影响甚大。《叔夷钟》铭文曰:“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土) ”。《左传》
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也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
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③ 在距夏亡近千年后的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 841 年至
前 221 年) ，许多人坚信夏禹曾划九州，但对九州范围的解释，囿于地理知识，众说互歧，这显
然由于说者带有各自的时代特征所致。与种种理想化或规范化说法相比，可能夏禹九州以
“夏王朝中心区”④为范围更为合理。我们不必拘泥于九州具体点位的考释，应该看到，尽管
“禹画九州”是否具备恩格斯所说的“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⑤那种早期国家的特征很有疑
问，但透露了由血缘团体向地缘团体转变的消息。⑥ 这正是国家疆域产生的萌芽，而夏代由不
同氏族部落组成的原始居民聚落，则是夏后氏纠合同族立邦建国的基础。
根据后世文献推测，夏王朝是以伊、洛流域为中心区( 夏邑) ，并领有若干同姓和异姓氏族

部落的国家。对夏王朝以夏邑为中心区，学界似无疑义，但对夏王朝与各部落方国的关系，存
在夏朝是否实行过分封两种不同意见。就疆域考察而言，与夏后氏同姓的氏族部落，究竟是经
过分封后“用国为姓”，⑦还是自然的增殖裂变，都可暂置不问，重要的是它们是否服属于夏
王;异姓氏族部落作为“自然长成的结构”，简单地将其归入夏王朝的地方政权，是否忽略了早
期国家初期所具有的原始性? 有学者指出:“虽然夏朝对所属部落有一定的控制权力，但并不
稳定，而且缺乏明确的领土观念。”⑧这个判断不乏史实支持，例如，周人祖先不窟，曾放弃夏后
氏所任的“后稷”之职，“自窜于戎、狄之间”。⑨ 这种迁徙并不受夏王控制。考虑到夏邑外的
氏族部落与夏王朝时战时和的关系，很难简单地将其列为夏王朝地方势力。因此，只有在夏王
征服其邑落( 居民聚居点) 后，这些氏族部落所居地区才构成夏王朝国土。从这个意义上讲，
笔者可以同意“夏王朝是一个邑土国家”的判断，瑏瑠以区别于西周分封后的领土国家。
何谓邑土国家? 简单地讲，是指以都邑为中心、以属邑为基础的国家形态。早期的邑是由

氏族或家族聚居的农村公社发展来的，即所谓村邑。在甲骨文中，邑字结构上面作方块型和圆
圈型，下面像人跪坐形，表示有人守着一片供人生产和栖息之地，瑏瑡这表明邑是由居住区和生

产区( 田) 及樵采牧猎等区域构成。夏、商代的邑，除都邑外，一般多指村落而言，而且规模不
大( 这与周代的邑有很大区别) 。此外，商王在征服他部、他国后，曾建立过直属王室的邑，即
所谓“作邑”，又写作“作中( 史) ”或“立中”，胡厚宣认为“当是为军队驻扎、武装垦殖，或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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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用民》。按:“万”、“三千”均为概数，诸多而已，不必视为实有其数。
《汉书》卷 28 上《地理志上》。
参见顾颉刚:《禹贡新解》，《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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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8 页。
《史记》卷 2《夏本纪》。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7 页。
《国语·周语上》。
参见周书灿:《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 页。
参见彭邦炯:《卜辞“作邑”蠡测》，《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273 页。



始社会立旗圈地、开辟疆土的孑遗”。① 诸邦国则有隶属自己的邑。有学者对不同类的邑作了
如下图示: ②

考虑到早期国家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交通又受山川险阻的制约，国家机构简单，行政能力

不能用后世国家标准衡量，因此以邑为行政单位是很可能的。这也为商周制度证实。
商革夏命后建立了商王国。商王国继承并发展了夏王国的国家结构，疆域大致由商王直

辖区( 相当于后世的王畿) 和若干服属于商王的方国构成。商王直辖区域，见诸卜辞的有“商”
、“大邑商”、“天邑商”、“中商”等。对于上述卜辞，学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罗振玉、王国维
认为皆指殷都安阳。董作宾认为大邑商是商丘，天邑商是泛称，无固定地区。陈梦家以为商或
丘商指商丘，大邑商在沁阳附近，天邑商可能指淇县东北的朝歌，中商可能在安阳。③ 诸多分
歧一是对王都定位不同所致，一是对王都、王畿理解不同。不过诸家都承认都邑和王畿的区
别。此外，许多学者在讨论商王国疆域时都提到政治区域或行政区划，对卜辞中诸如都邑、鄙、
单、奠、戈、四方、四土等词进行了阐说，并对商代的内外服制进行了讨论，④这为我们考察商王
国边疆提供了方便。
如前所述，卜辞中的邑有多种。都邑是一种，亦即王城。卜辞中有“墉”字，《说文》释为

“城垣也”，说明商代确有筑城之举。考古也证明了这一点。城垣既是防御工事，也是别内外
的标志，对此毋庸多语。但是邑，即使是都邑，也并不只是一座孤零零的城池，它应包括农田以
及放牧、采集樵薪和狩猎地区。在靠近城垣的外围，有卜辞写为“奠”的地区，并有西奠、北奠、
南奠的纪录。⑤ 一般认为此处的“奠”与金文的“甸”是通假字，是远郊甸地的意思。卜辞中表
示边远地区的字还有“鄙”、“戈”。鄙的解释主要有三种: 县鄙、都鄙、边鄙。前两者是西周以
后的建制，可略而不论。边鄙是都城以外的居住区，有人认为鄙与奠是城邑之外同一行政区的
不同叫法。⑥ 值得注意的是，奠与鄙作为区域都存在若干邑，如卜辞中言及沚戛向商王报告，
称东鄙遭到土方侵袭，被夺两邑;西鄙田也受到邛方入侵。⑦ 这表明鄙是靠近边境易受敌国侵
犯的区域。不过即使边鄙有邑有田( 奠也如此⑧) ，商代的鄙能否作为领有属邑的行政区域，

—3—

从邑土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边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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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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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324 页。
参见李雪山:《商后期王畿行政区划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322 页。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323 页。



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比鄙更边远的是戈，卜辞常加方位词表示所在，如东戈、西戈、南戈、北戈，合称四戈。陈梦

家说“卜辞中的四戈疑是四或四国，但因为于四戈乎诸侯出伐，则‘戈’当指边境之地”，并认为
戈地可能就是金文中的“殷边”。① 说戈地比奠、鄙更边远，是因为戈地有诸侯存在。据《逸周
书》孔晁注:“侯，为王者斥侯也”。即为王巡守边境，因此四戈可能就是四境。
卜辞中还有四土、四方名称。四土是否就是四方? 虽有不同意见，但大部分人认为两者相

同。至于四土或四方是在商王畿内还是王畿之外，说者意见不一。依陈梦家的意见，四土是商
王国的“都邑四境”，商王占卜关心四土是否“受年”( 有收成) ，证明四方四土在商王国四境之
内。② 王玉哲也认为是指距王都不远的地方，并补充说，四土不等同“四方诸侯”。③
另一些学者认为，四土在王畿之外。有学者明确指出:“王畿以外是四土。四土是商朝的

本土，是商人向四方移民扩张的区域”，“商朝四土的形状像个巨大的十字，这是商人从豫北冀
南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扩张移民的过程中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制约而形成的”。④ 杨升南
则认为四土是王畿和商朝中心区以外各类地方势力管辖地区。⑤ 谢维扬对此说总体表示同
意，但指出，在广大四土地区，有些人群并不从属于商，从族体看，可能包括与商不同的民族。⑥
有的学者在谨慎地认可四土远在商王畿之外的结论后，还指出商代四土的边境并不是一个明

确的地理概念。⑦
如果按第一种意见，四土作为“都邑四境”，与前言“四戈”相类，则对商王国的边境似不难

判断。所以有学者径直指出:“殷商王国的真正国界或边界只局限于大邑商附近之地，在这个
地区边界之内，统属商王管辖，至于其远处四方的所属方国，只是其据点而已。”⑧不过，卜辞反
映的史实似乎并不那么清晰，尽管专家们对已知的数十个方国和数百古地名⑨详加考证，但想

要将四土范围说明清楚，事实上非常困难。实际上卜辞讲的东土、西土、南土、北土，是相对于
中商的方位概念，我们不必由此将商王国国土视为一个四四方方的形状，因为王畿以外土地广

袤，人口不多，各方邦的分布也相当疏略。就当时形势而言，邦境的划分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
也无必要;与其说商王注重开辟四土榛莽之地，毋宁讲更希望占有众多的人口，因为当时人口

比土地更重要，而这一点是邑土国家的重要特征。因此，将一个模糊的方位概念作为疆域来认
定，想得出准确的结论是困难的。
照上所述，以为四土非商王国疆域也不对，因为这样就忽略了附属于商王的方邦的存在。

正是这些方邦又构成了商王国疆域的另一层次。周人所述殷商内外服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
商朝疆域的外延。据周公对康叔讲，殷商制度是“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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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321、325 页。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316、319 页。
参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7 页。
叶文宪:《商代疆域新论》，《历史地理》第 8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1 页。
参见杨升南:《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版，第 139 页。
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 406 页。
参见周书灿:《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第 54、71 页。
王玉哲:《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82 年第 2 期。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249 页。



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① 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文，记述了康王对臣子的
告诫，称“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这里的“殷边侯甸”与前述“外服:
侯、甸、男、卫、邦伯”相当。所谓内服，简单而言，指商王廷的各类职官。外服讲的是臣服或从
属于商王的方国首领。从大量卜辞纪录来看，在商王直辖区外，存在大量的同姓或异姓的方
国、部族。这些方国或部族有一部分从属于商王，为商王承认，处于从属地位，由此构成商王的
外服;但有许多方国或部族并不附属于商王，有些甚至与商王处于敌对状态，即卜辞所书的不

廷方。② 在存在这种现象的情况下，简单地将王畿外的方位概念“四土”视为商朝“本土”，是
否有些孟浪? 当然，随着奴隶制度的发展，在商王对多方和不廷方不断进行的兼并战争中，原

来敌对的方国或部族，在失败后被纳入商朝版图，这也是事实。③ 张政烺曾通过对商人裒田
( 到别国去开荒，或曰寄田) 活动的分析指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时期，农业先进的商人人

口增多后，四出寻找荒地，把邻国牧区或猎区变为农田，在别国开垦的田地耕种久了，自然不肯

放弃，于是商人所裒田必然要成为商王国疆土的一部分。例如商汤征葛伯、对羊方的裒田和征
伐，讲的都是开拓疆土的故事。④ 这不妨作为商王国疆域不断扩展的说明，或者是商王“作
邑”的原因。同时我们也看到，商王国在受到邻近地区敌对方邦，尤其是周边以游牧为主的方
邦，为牲畜或粮食向商王国发动袭击之际，也会使商王国失去若干领土。⑤ 上述两种情况提示
我们:商王国疆域并非一成不变。
作为商朝外服的方邦，有学者认为，“诸侯国具有后世地方行政机构的性质”，其国君是王

朝中央的职官之一; ⑥或明确指出，诸方国首领是臣属于商王的地方势力，他们对商王的义务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为王戍边、服从征调、缴纳贡物、服杂役; ⑦或者是“商王直接获取资
源的领土单位”。⑧ 对于上述看法，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一种意见认为，商王国是由诸多同
姓和异姓方国、族群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商王则是盟主，甲骨文中的“令”，既可以是商王令某
侯，也可以是诸侯令商王，因此“令某侯”不是后世君主命令地方长官的同义语。⑨ 陈梦家指
出，商代的地方势力“有自己的土地人民，似非殷王国所封赐，与后代的封土式情形自有不
同”。瑏瑠 周秉楠也认为，商王国是由许多方国、部族组成的共同体，盟邦向盟主的纳贡仍然没有
摆脱礼尚往来( 相互赠贻) 的性质，并指出，商和一部分族邦在关系上的不稳定性，是商共同体

的一个特征。这种现象在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出现以前的早期国家里往往是不可避免的。瑏瑡 周
书灿则在肯定商王对附属型诸侯、方伯具有支配权的同时，认为:“商代诸侯国根本不具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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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酒诰》。
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 407 页。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8 章《方国地理》。
参见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 年第 1 期。
参见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7 年第 2—3 期。
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5 页。
参见杨升南:《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甲骨文与殷商史》，第 139 页。
张光直:《商代文明》，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6 页。
参见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 6 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332 页。
参见周秉楠:《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27 页。



后分民而不分土的地方行政区划的性质，其国君也并非皆是商王朝中央的职官之一。”①笔者
以为，前一种意见可能过多关注商王国强盛时期材料所致，从总体形势看，后一种意见更为合

理。在方国林立的形势下，商人建国之初，通过军事征服，将分布在周围广大地区的许多邑落
联为一体，形成以商人为核心的地域性政治集团，这是王畿形成的基础。当商王国强盛以后，
远近诸邦方不能与之抗衡，遂有附属诸侯出现，与商王形成所谓外服关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各族邦社会发展虽不平衡，但本族社会仍完全自治，由族民组成自己独立的武装，各方邦拥有

属于自己的土地。② 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邦具有独立性是不难理解的。商王势衰则不朝，压迫
过甚则反抗，这是屡屡发生的事。文丁杀季历引发周人攻商即是著例。
对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陈梦家曾分为三个层次，即王都、王畿( 包括奠、四土、四方或

殷国、殷邦、大邦殷) 、诸侯方国( 包括四戈或殷边、四方、多方、邦方或大小邦) 。③ 上述划分除
了卜辞与西周铭文或文献用辞不同外，关于四土或四方的解释也稍嫌含糊。相比之下，王玉哲
的观点比较明确。他认为，商王畿以外的服属方伯诸侯，只是“商王朝势力在远方安置的据
点。这些方国各自为政，对商的关系只是名义上的服属和道义上的支持”，真正国土是王畿地
区。④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的判断是:商王国狭义的边疆，指的是王畿四境，相当于四戈地区;广

义的边疆，还包括“四土”中附属于商王的诸侯方国，亦即作为外服的“殷边侯甸”。需要说明
的是，由于受到服叛不定、时有迁徙等因素影响，加上文献材料的匮乏，外服的边缘区域难以一
一确指，因而具有模糊性质。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考古发现的商代遗址所表现的文化特征或
文化类型，对判断商人活动范围不乏参考意义，但不能简单地将遗址与疆域等同，因为国家是

一个政治单位，而非文化或种族单位。

二、领土国家的出现与发展

按内外服观点，周人原是商王国外服方国。商衰之际，周武王以方伯身份联络众诸侯，灭
商自立。新朝的出现使商王国原有的疆域格局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志是周朝实行分封
制。推行分封制后，周朝统治势力经过由内向外的扩张，逐渐改造了殷商邑土国家结构。在这
一历史过程中，与之相关的边疆观念也因此发生变化。
周朝取代殷商，号称“嗣若功”，即继承商王国的统治权。因此对商王国政权主体标

志———属民和统治区必须加以接受、改造。周初的分封制正是这一改造的措施。所谓分封，也
称封建，即封诸侯建邦国。西周的分封，以封人授民为主要内容。周王授予被封者待拓殖的新
征服地区，准予分领若干人群，命以国号，赐予诰命、仪仗礼器等，从而形成隶属于周王的封国。
据史书记载，周初曾对同姓的召公、毕公、茶伯等进行分封，其范围是王畿内，不在本文讨论范
围。大规模的畿外分封则始于周公东征之后。封国的国民大致由四部分人组成，即受封者私
属和家族、随封去的有司官员及土著官长、随封去的友族人群或归附人群、封地原住的土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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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其中把商王国的贵族分别授予各封主是重要内容。其具体办法是将商邦畿内及所属方国
的贵族“士”( 包括所属族人和奴隶) 分配给某些封君，由封君携往远方封国使其成为该封国的
“国人”。如此一来，在使封君获得可资利用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消化了商人的反抗因
素。① 根据卫国的祝佗所说，周公分封给鲁的是“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
勺氏，使率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

之明德”;分给卫的是，“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给唐的是，“
怀姓九宗，职官五正”。② 以上所列，都是商王国贵族世族。怀姓九宗原是商的方国。用他们
充实封国，自然会加强封主的力量。
周朝分封对象，按不同情况大致可分为六类。
第一，同姓王室子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封建亲戚，以藩屏

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邦、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
也;凡、蒋、邢、茅、胙，周公之胤也”。这些国大致分布在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河北一带。
第二，异姓功臣，如姜姓后裔封于齐、许、申、吕、纪、厉等。
第三，前代帝王之后。如神农之后封于焦，黄帝之后封于祝，帝尧之后封于蓟，帝舜之后

封于陈，大禹之后封于杞等。成王时封商裔于宋。
第四，原始部落演进而来的方国。用分封方法使之列为服国，如徐、莱等。
第五，自行开辟为周承认者，如秦。

第六，势力不及姑且承认者，如越、楚等。

分封对象不同反映了周王朝不同的用意。对王室子弟和功臣的分封，主要是利用他们对
王室的忠心，镇压殷顽，占领战略要地，防御敌对势力侵扰，并进一步扩张周王政治势力。同

时，出于抵御夷狄侵扰考虑。文王之子封于郕、滕，武王之子封于晋、韩，周公之子封于鲁、邢、

蒋，这些封国都边于夷狄地区，自然成为周王国藩屏。春秋时有人说，“周之有懿德也，犹曰:

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③说明

了“封建”与“以亲屏周”的关系;分封前代帝王之后，除了表示周受天命外，另有包围殷顽加以

防范的用意;对助周方国的肯定，有利于巩固周王国的统治基础;对势力不及或自行开辟者的

承认，其中包括一些原来附属商王国的方国，不仅有助于边疆稳定，而且是开拓边疆的基础。

关于封国多少，各书记载不同。春秋时人称，“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十五人，姬姓之国四

十人”; ④《荀子·儒效》记“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五十三人”; 《吕氏春秋·观世》曰“周之所

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司马迁云“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人”。⑤ 此外散见于西

周金文及其他文献者还有百数十个。⑥ 由于分封不是一次完成的，历时既久，加上诸侯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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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 章“西周初期的分封制”。
《左传》定公四年。怀姓又作隗姓，是赤狄族族姓之一。怀姓九宗应是服属于商的方国。参见杨宽

:《西周史》，第 376 页。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史记》卷 22《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参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 580 页;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 453 页。



时有兼并，因此要搞清确切数目相当困难。又因为封国是周王朝边疆的外延，封国数目不清，

使人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对西周疆域难以作出准确判断。迄至春秋战国，经过兼并重组，列
国范围才较清楚地展现出来，不过此时的诸侯国，已从周朝边疆蜕变为相对独立的国家了。

分封诸国后，如何控制诸侯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周王控制同姓诸侯国的方法是以宗法制
为基础的。所谓宗法，是与宗庙制度、祖宗崇拜、血缘关系、尊卑制度等相关的习惯、规定。
《礼记·大传》对宗的解释是:“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由于远古以来祖先崇拜的影
响，祭祀祖先的同族聚集之地———宗庙，遂成为族人们精神上共同尊崇的中心。主持祭祀习惯
上由嫡长子担任，而宗法制度的核心正在于在氏族繁多的情况下突出大宗、宗子的崇高地位。

据研究，“大宗在同族的地位，实际与君无异”。① 将这种原本仅在氏族内推崇嫡长的习俗移
植到分封制度，在血缘关系和盟誓的影响下，周王与各同姓封主结为上下相维的关系。按宗法
制观点，“王者，天下之大宗”。② 这与金文称西周京师为“宗周”、“皇宗”同义。虽然宗统体现
族权，与体现政权的君统并不相同，但在西周时代，正如王国维所言，“天子、诸侯虽无大宗之
名，而有大宗之实”，③两者往往合而为一。这是周王被视为天下共主的思想基础。

根据周朝规定，诸侯国有如下义务: 受王册命，确定主从关系，并定期朝觐，以示臣服; 以

“贡”的形式向王提供物资;奉命随王出征等。如有违反，将受周王讨伐。④ 此外，周王往往在
册命中因地制宜地规定了各封国的治国思想。例如鲁、卫原是殷商故地，分封时又移去已归附
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封主受命“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即尊重殷商的习俗，启用能为
周朝所利用的“商政”，同时又按周朝法度疆理土地，实施统治; 唐( 晋) 地为戎狄居地，又有随
封而去的“怀姓九宗”，封主受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即实施夏朝统治方式，同时迁就戎狄
的游牧生活习俗，所谓“匡有戎狄”; ⑤齐国封地原是风偃族群所居，封主“太公至国，修政，因
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⑥ 总之，建国之初，受封者大多体现
了周王因地制宜的统治思想。

由上述可知，周王国的分封，不论是子弟功臣还是原有方国，都有着授土授民的实质或形

式，表示受封者的土地、人民得自周天子之赐。这是进入领土国家的开始。周朝以此与诸侯国
建立的大小相系、上下相维的主从关系，为奠定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打下重要基础。

自然，这里的“天下”，仅指周朝势力所及地区而已。

周王国的疆域格局由王畿和封国组成。王畿在前代基础上有所改进，实行一种所谓国野
制度。⑦ 按《周礼》划分，周王直辖的王畿由“国”和“野”构成。经过“体国经野”，即对王畿格
局的规划，形成乡遂制度。具体言之，王城城郭内叫“国中”;城郭以外相当距离的周围地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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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或“四郊”，四郊分设“六乡”;郊以外有相当距离的地方称“野”，野设“六遂”。据《周礼·

大司徒》记载的六乡组织是:“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 五比为闾，使之相受; 五闾为族，使之相
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此即所谓乡党组织。在
这个组织中，聚族而居的血缘关系仍占重要地位。再据《周礼·遂人》记载，六遂组织是:“五
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在这个组织中，地域关系显然
强于血缘关系。之所以有这种区别，是两地居民身份不同所致。居住郊内者是贵族中的中下
层，称“士”，属于自由公民，是贵族统治的基础，即文献中常提到的“国人”，主要对国家提供兵
役和力役;居郊外者是所谓“野人”，又被称“氓”、“萌”等，本指“田民”、“野民”，是农业劳动承
担者，除负担田赋外，还须应付种种需索，属于被统治阶级。由此观之，乡遂制度比殷商属邑制
度显然复杂得多。

王畿的乡遂制度又被诸侯国所改造仿效。以齐国为例。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实行
的是“叁其国而五其鄙”制度，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在“国”的范围内设二十一个乡( 六
个工商之乡、十五个士乡) ;在五个“鄙”的范围内，以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
县，十县为属，各设长官统领。其他各国大致也有类似的乡遂制度。①

在乡遂制度中，邑仍是国家结构中的基本单位，也是分封单位。不过邑有大小之别。“凡
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②小至十家、三十家，大到百家不等。郊外多是农村聚落之
邑。

在乡遂制度中，西周城邑的属级化，实际上体现了划地置民的原则，这点与殷商邑土无属

级有很大区别。属级化城邑的划分、排列，让人对王畿的边境所在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周王
直辖区的边界，应在郊外六遂居民点“邻”或“里”地区所在。对于周天子“天下”而言，边远封
国皆是其边疆;对受封的诸侯国而言，所属与邻国相近的“邑”为其边疆; 对受国君分封的公
子、大夫来讲，属邑之下的边鄙是其边疆。

西周时期，各封国作为周王统治势力的延伸，受控于周天子，所以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实际

上是武力驻防性质，其目的在于作王室的助手，以监视被征服的各族人民。③ 又由于人口有
限，生产力不高，地宽人稀的局面长期存在，因此周初的封国从地域上讲并不大，大致若孔子所

言，“方七八十( 里) ，如五六十( 里) ”。据《孟子·告子下》讲，“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

太公之封于齐，亦为方百里也”。楚国“土不过同”。④ 晋国初封，“在河汾之东……方百里”。

所以司马迁说:“齐、晋、秦、楚，其在成周甚微，封或百里，或五十里。”⑤所封疆土，有些是指明
的。如卫国，“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境) ;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
之东都，以会王之大蒐”; 鲁国“封于少嗥之虚”，唐国“封于夏虚”等。⑥ 据《周礼·地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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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讲:“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封邑之封域
者亦如之。”郑玄注:“壝谓坛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时界也。”这说明封国原来是有“四疆”

范围的。这种封疆制度，可能直接源自为明晰所有权的田地封疆制度。① 封国呈据点分布，国
与国之间隙地尚多，彼此并不相连，其中不仅有充斥榛莽的隙地，而且往往有戎狄蛮夷杂处其

间。诸侯就封后，首先筑城立国，以为自保据点，继而将管内领土扩至近郊，再向远方拓展，逐
渐形成一定规模。例如齐征东夷，秦开西戎，晋、燕向北拓展，楚向南、向北发展等。在这一过
程中，统治族群与归附友族、封地所在地土著以及征服地族群经政治糅合，开始形成人地结合
的新族群，于是有了后世华夏的出现。

周天子向“四土”经营对周王朝疆域的影响很大，②《左传》昭公九年记载詹桓伯对晋人讲
周初的四境，称:“我自有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
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四土经营又与分封诸侯有密切关
系，因为有些封国就是在周王经营四土中建立起来的。例如周公东征，灭薄姑、践奄，建齐、鲁
两国，势力进一步东渐;昭王南征虽然失败，但周王朝通过封建吕国、申国及汉阳诸姬姓，将势
力推进至江汉、巴楚;穆王西征犬戎，虽开拓了若干疆土，但也激化了与西北族群的矛盾。共王
灭同姓密国，自坏藩篱，招致懿王时戎狄交侵。孝王封建秦国后，真正的西土开拓是由秦人来
完成的;西周对北土的经营，主要是通过封建晋、韩、邢、燕诸国来实行。西周晚期，史伯为郑桓
公分析形势时提到成周时的四土，说:“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

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

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③这与前引詹桓伯讲的略异。显然不同时期有不同
形势，四土范围随之变化是很自然的事。考虑到西周王朝对四土的经营既不是同时进行，也不
是一次完成的，因此，说周王朝的边疆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可能更符合实际。

西周时代，金文中出现了与“周邦”并列的“中国”一词，这也是重要的疆域概念。卜辞中
无“国”、“或”字，这早经前人指出，④国的本意指的是有城墙围筑的防御基地，与商代的都邑
相同。“中国”之“中”，是与四方相对应的概念，这在商代已有表示。与东土、西土、北土、南土
并列的大邑商，又作“中商”，实与西周的“中国”同。“中国”初指王城( 京师) ，后包括王畿，以
后扩大至华夏诸国，成为疆域实体。与“天下”相比，“中国”的范围更具体明确。

与“中国”相对的是“天下”。除了前述的四土、四方外，金文中还有周天子有控制“万邦”

权利的记载。⑤ 所谓“万邦”，不过是当时各类地方小国的概称，与《尚书·大诰》中的“多邦”、
《酒诰》中的“庶邦”同义，也与“四方”相当。⑥“万邦”或“多邦”的总和便是“天下”。在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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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看来，他有权( 源自天命) 统治所有已知的各类人群或政治实体。当然，实际上他只能控制
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至于春秋战国时期所传说的畿服制，因其过于理想，缺乏史实根据，在此
可以略而不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商王国实行内外服制度其背景是，在生产力不发达情况下，商王不能对分布于辽阔地域的

各类方国实行直接统治，只能通过臣服首领、索取贡物的方式建立间接统治关系。狭义而言，

王畿外缘的边邑或边鄙是其边境;广义而言，边远臣服于商王的方国，可视为商王国的边疆。

西周边疆的形成与商朝有本质不同，这主要指西周实行的封建制度而言。按封建制度，各
封国的土地、人民受自周天子，其陪臣身份无可置疑，其地列为西周边疆也属当然。不过这只
是在周室强大时才是事实。至周朝中晚期，周室不振，诸侯自立，进入春秋以后，周天子逐渐成
为名义上的共主，“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① 此时的诸侯国便不能算周朝的边疆，周朝边界也
就唯以郊外遂人所居边邑边鄙为限了。

虽然商王国内外服疆域构成与西周分封制并不相同，但两者都有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的

区别。换言之，就直辖地区边界而言，商、周两朝都较明确;相比之下，作为边疆的商之外服、周
之封国，变动因素很大，具有不稳定性，这无疑是由不同的统治基础造成的。事实上，这种直接
统治较稳定、间接统治不稳定的现象，以后又成为古代中国王朝疆域的特质，而两者之间的变
化，正展示了疆域演变的进程。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书 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博士著《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
藩部要略〉研究》一书，已于 2009 年 11 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 23 万字，共分六章，

主要对清代著名的边疆史地学著作《皇朝藩部要略》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一章利用稀见史料，

对《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祁韵士及张穆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二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成书背
景以及版本进行了研究;第三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诸多史实进行了考证; 第四章考证“藩
部”概念的提出及其形成过程;第五章对清代的“藩部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第六章对《皇朝
藩部要略》进行了全面评价。

综观全书，既有对《皇朝藩部要略》一书的文本研究，又有对清代“藩部”概念及体系的系
统阐述，观点新颖，对清代边疆史尤其是藩部研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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